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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对歌词作了两处修改《人民日报》向读者推荐

王莘抵达天津后，很快便将《歌唱
祖国》的手稿送到了天津日报社，希望
能够赶在国庆期间发表。由于遇上重
大节庆，版面拥挤，王莘的愿望没能实
现。但王莘对这首承载着无限深情的
歌曲没有丝毫怀疑。他在天津耀华中
学礼堂亲自指挥公演，公演成功后，群
众反响十分强烈，歌曲在天津的工厂
和学校传唱。

1951年春，王莘自制的歌片传到
了北京工人合唱团；夏天，北京电台播
放了工人合唱团的演唱录音后，歌曲
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和社区传唱开
来；中国音协首任主席吕骥听到了这

首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并不知作
者是谁；秋天，诗人艾青得到这首歌
曲，他反复吟诵歌词，对作品给予了极
高评价，在做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原
词“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
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另一处将“我们
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了
边疆”改成“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
得到今天的解放”）后，将其刊发在自
己担任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1951年国庆节前夕，王莘接到老
朋友孙慎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请他协助
查找《歌唱祖国》的创作者和歌谱，并反
复叮嘱:“中央文化部急要！”王莘在电

话里笑着回答:“词曲作者正是我。”
1951年 9月 15日的《人民日报》用

近半个版向全国读者推荐了《歌唱祖
国》，并附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
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全文，通知要求
全国范围学唱《歌唱祖国》和《全世界
人民心一条》。

1951年 10月 29日，在全国政协一
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见到王莘
时，高兴地夸奖《歌唱祖国》写得“好、
好、好”，还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赠
予王莘。此后，《歌唱祖国》风靡全国，
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最具影响力
的群众歌曲之一。（据《厦门晚报》）

成
长

生于 1918 年的王莘，幼年在“丝
竹音乐”盛行的环境中成长。他酷爱
音乐，小学时便跟姐夫学会了拉二胡
和吹笛子。1932年，年仅 14岁、一心
想成为音乐家的王莘，因家境贫寒，踏
上了远赴上海的学徒工之路。1935年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掀起了抗
日救亡歌咏运动。17 岁的王莘加入
了“民众歌咏会”，后又结识了正在上
海搞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和吕骥等
人，很快便成为活动骨干，还当上了教
群众演唱救亡歌曲的“小教员”。

1938 年，王莘到达革命圣地延
安，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
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名师的悉心指导
下，开始专业、系统的学习。

毕业前，冼星海赠给王莘一支颇
有纪念意义的法国自动铅笔，说:“我
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拿
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些催
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

1939年 6月，毕业后的王莘奔波
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教于华北联
大音乐系，创作出反映根据地人民心
声的《选村长》《打击顽固分子》等革命
歌曲。1943 年春，时任“华北群众剧
社”音乐队长、副社长的王莘，相继创
作出《战斗生产》《永远跟着共产党》等
歌曲，歌曲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在鼓
舞军民士气的同时，也敲响了侵略者
和反动派走向灭亡的丧钟。

毕业时冼星海赠笔:
要写出催人奋进作品

参加开国大典游行 雄伟场面激发创作灵感创
作

1949年 1月 15日，解放军攻占天
津。第二天，王莘便带领“华北群众剧
社”全体成员进驻天津。在开国大典
前的一次工作会上有人提议，应该每
人创作一首新歌曲，为开国大典献
礼。这个倡议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赞
同。王莘更觉得责任重大，为了带头
写出一首歌颂祖国的好歌曲，常常苦
思冥想，夜不能眠。

10月 1日，王莘作为天津音乐界
代表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看着一个个
游行方阵喊着口号走过天安门城楼
时，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突然有一
个十分具体的场景出现在他的脑海

里:如果游行方阵能够齐声唱着这样
一首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雄伟壮
丽的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

1950 年 9 月，正值国庆一周年前
夕，为国庆排练的少先队员敲着鼓，吹
着号，唱着《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迈
着整齐的步伐练习队列，准备接受检
阅。看到这一幕，王莘不禁回忆起开
国大典时的情景。

那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来的曲
调就那样自然地流淌出来 :“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随着旋律的行进，又引申出两句“歌
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

富强……”
一上火车，王莘急忙拿出笔，没

找到纸，便在烟盒背面飞快记录起
来。窗外的景色不停变换，他灵感
如泉涌，写下了“越过高山，越过平
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一股
创作的热流推着他反复朗读“英雄
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
强如钢”。

1950 年 9 月，在收到活动铅笔的
第 11个年头，《歌唱祖国》诞生。32岁
的王莘终于用老师赠予的那支写下
《黄河大合唱》的活动铅笔，创作出了
这首不朽的颂歌。

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始末

文坛巨擘鲁迅著译等身，鲜为人知
的是，他还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演讲
家。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作过 67次
演讲，在风起云涌的京师，惊涛拍岸的粤
港，都曾回荡过他的真知灼见。上世纪
20年代，鲁迅还两度为军人演讲，第一次
是 1924年 7月 30日在西安讲武堂，第二
次是 1927年 4月 8日在广州黄埔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也即著名的黄埔军校。

1927 年 1 月 16 日，鲁迅离开厦门大
学，乘坐“苏州轮”，于 18日午后抵达国民
革命的中心广州，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
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一时间，广州各

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欢迎鲁迅的到来。
彼时，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中

共党员熊雄读了报纸以后，便与政治部
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
迅到军校演讲。然而，联想到广州复杂
尖锐的斗争形势，熊雄不无忧虑地指出，
请鲁迅来演讲，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
教和人身安全？刘弄潮分析说，只要鲁
迅同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鲁迅是
支持革命的。他赞成办黄埔军校，曾介
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请他
来演讲，他是不会推辞的。”因刘弄潮
1925年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交

通员，曾受李大钊指示多次拜访鲁迅，并
有书信往来，所以三人最终决定，由刘弄
潮出面邀请鲁迅。

1月 25日，刘弄潮来到鲁迅寓所，略
事寒暄后，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项上。
鲁迅初闻之下略有顾虑，他说：“现在去，
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当时北伐战争还在
进行，时局颇为动荡，鲁迅刚到广州，左
右两派都以各种原由，设法接近并争取、
利用鲁迅，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国民党高
层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等先后请他赴
宴。但鲁迅不愿受人牵制，一概予以拒
绝，因请柬太多，且源源不断，他索性将
它们送至传达室，写上“概不赴宴”。

这一阶段，鲁迅除参加校务会议外，
或参加欢迎会，或应邀作演讲，忙碌不
堪，几无闲暇时间。如 3月 15日，他在给
李霁野的信中写道：“我太忙，每天胡里
胡涂的过去……住在校内……从早十点
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而在给李小峰
的信中（9月 3日）亦曾回忆说：“……我到
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
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访问的，
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
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

刘弄潮便解释说：“黄埔同学，尤其
是第五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
过你的课。”他告诉鲁迅，这些学生入学
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学生要高，政
治大队的学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
秀分子，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
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又年轻
又有思想。鲁迅听了后终于表示：“革命
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
人方面。”

4月 8日，鲁迅在“湖畔派”诗人、黄

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中共党员应修人等
陪同下，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作了
约两个小时、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
演讲。

演讲一开始，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

在动荡时代，文学的作用并不显著：“文

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

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

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

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

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

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

有什么益处呢？”

随后，鲁迅联系社会现实，鞭辟入里

地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
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
受革命的影响……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
广州。”并进一步阐述道：“中国现在的社
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
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甚至预言，当革命成功之后，文学中将会
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
歌。演讲最后，鲁迅不失幽默地说：“我
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
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
得多似的。”听了鲁迅掷地有声、见解非
凡的演讲后，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

激奋，掌声经久不息……

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记录

稿，经誊录整理后，发表在当年 6 月 12
日出版的军校校刊《黄埔生活》周刊第

4 期。后来又经鲁迅修改，收入在 1928
年 10 月出版的杂文集《而已集》中。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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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1950年 2月 27日，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正在

东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看到当地的“高规格”接待和追求
豪华的苗头，提笔挥毫写下了“奋斗”两个大字，并同时作了

“学习”“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等题词。
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就“奋斗”题词。在不同历史时

期，毛泽东曾多次发表讲话、书写题词，警醒广大党员干部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翻开厚重的百年党史，奋斗精神是我们党一往无前、无

往不胜的秘诀。
1934 年底，一场气壮山河的战役在广西桂林全州县

打响。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

图，红军将士浴血奋战，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面对前行

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无畏、顽强奋
斗，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
概，在各个时期创造了一个个光耀史册的奇迹。

一个世纪的奋斗，亿万万人的家国。
从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从大庆精神到红旗渠精神，从

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到伟大抗疫精神……一系列
伟大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
之、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新华社发）

这幅手书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底色

从南湖上的一叶小船，到复兴路上的巍
巍巨轮，风云激荡的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引领
中国人民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
发展篇章。

据古籍资料显示，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
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在汉朝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在古代，服饰不仅仅是衣裳之用，而是包括衣、冠、发
式、鞋等一整套礼仪体系。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总体风格偏
向于凝重、典雅，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
结，常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所谓“交领”，是指衣服左右前
襟重叠，两边相交成领；“右衽”，就是上衣前襟左边长、右边
短，衣服前襟向右掩。这一服饰的诞生，体现的是中国古人
泰然自若、宽厚仁爱、与世无争的民族性格和人生境界，从
某种程度看也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隋唐时期，汉服在不脱离原本特征的基础上创新。女
子服饰中可以看到许多鲜艳的花卉图案，艺术风格强烈，服
装更为华丽。而两宋时期更崇尚简洁、清新和质朴。元朝
没有强制实行易服制度，民间仍以汉服为主，但蒙古族服饰
与汉服二者呈现互相影响的趋势。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诏
令天下“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恢复了汉服的传统，服饰
款式更加多变。清朝实行剃发易服政策，汉服的传统被迫
终止。

（据《天津日报》）

汉服：款式体系的演变

闻一多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他的一生都没有离
开过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青岛大学、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特别是他
才华横溢，幽默风趣的一些故事，令人叹服。

1932年秋天，闻一多从山东大学到自己的母校清华大
学中文系任教。为了让自己上课时诗意浪漫，他特意要求
学校将下午的课换到晚上。他说，明亮的下午是不适合读
诗的，读诗要在朦胧的夜晚。晚上，校园里灯光婆娑，教室
里烛光摇曳，闻一多身穿一袭长衫，抱着一摞讲义飘然进
门。闻一多落座后，他没有马上开讲。而是慢慢地从衣兜
里掏出纸烟匣，打开，然后对学生和蔼一笑说：哪位同学
吸？学生们听后，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们也自然都不
敢受用。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
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
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
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
他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
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
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
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
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
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 40
字，在轻松合拍的诗语中表现出了闻一多为人做事的高尚
情怀。

（据《人民政协报》）

幽默风趣的闻一多

安史之乱期间，唐军将领李光弼于黄河北岸，与叛军
史思明隔河对峙。史思明在进攻唐军防守的河阳（今河南
省孟县西）失利后，命叛军每日牵千余匹膘肥体壮的骏马
在黄河南岸刷洗，向对岸唐军炫耀其战马数量之多，以威
慑唐军。

李光弼发现后，祭出“美马计”。下令在唐军中搜集
500匹母马，将它们所生的小马留在河阳城中。待叛军再
次牵马到岸边炫耀时，唐军将母马全部放到北岸。母马
思恋小马，长鸣嘶叫。南岸叛军的公马听到母马叫声后，
个个泅水向唐军而来，叛军根本拦不住，唐军则趁势将这
些公马据为己有，叛军千余名骑兵一下子无马可骑，成了
步兵。

（据《天津日报》）

李光弼：巧用“美马计”
缴获叛军马匹

活动铅笔下诞生的《歌唱祖国》

◀音乐家王莘。

王莘创作的这首歌曲问世于1950年国庆节前 风靡全国前故事不少

1951 年 9 月 15 日的《人民日报》向全国读
者推荐了《歌唱祖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开辟
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启了文学艺术

发展的新阶段。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为文艺工作者施展
才华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由音乐家王莘作词、谱曲的

《歌唱祖国》就在这一背景下问世。
《歌唱祖国》缘起于 1949 年开国大典，问世

于 1950 年国庆节前，又于 1951 年 9 月 15 日登
上《人民日报》，成为中央文化部（文化和旅
游 部 前 身）要 求 全 国 范 围 学 唱 的 歌 曲 。
1951 年国庆期间，《歌唱祖国》以其广阔的
构思、深远的立意、鲜明的音乐形象和铿
锵有力的音乐语言唱响全国，此后，在海
内外迅速传播，成为几代中华儿女耳熟能
详的歌曲。

▲王莘在朝鲜战场和慰问团排练《歌唱祖国》。

“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1932 年）。


